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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6151954]监测的重要性
监测是指对某个系统的变量进行反复观测，旨在发现变化迹象。监测可以用来量化变化、确定变化原因以及界定变化范围。
自然保护地的监测包括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监测和生物物理（生物多样性）监测，这两种监测密不可分。社会经济监测的重点一般是人们对某个生态系统/物种的认识和态度，及其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依赖情况。生物多样性监测一般侧重于运用环境状况和相关生物的支持性信息对某个特定物种或生态系统进行监测的活动。两者都可以让我们了解某个特定场所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人类及环境变化、这些变化的相互关联以及我们应当怎样改进管理，从而应对社会经济及生态方面的变化和威胁。同时监测还有绩效监测，是指对管理成效的评估，其中包括评估管理手段、法律、政策、社区发展计划、捐赠项目和规划的成果等。
监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善保护地的管理水平，并保证这是建立在对现状的深入了解和有效响应的基础上。保护地的管理计划制定了诸多目标，包括从科学研究，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主动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到旅游业发展和当地人参与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监测可以为这些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的信息，其重要意义包括以下一些方面（Srisanthan等，2008年）：
（1）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信息
监测可以支持可持续性农渔业产量和林下产品利用率进行规划，帮助制定与资源区域划分有关的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的可持续性。例如，通过监测，了解哪些区域允许利用、哪些区域应当严格保护，以确保资源再生等。监测可以让管理人员确定特定的管理干预措施是否达成了预定的保护目标，从而相应地对管理进行调整。监测还能有助于了解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这对于需要如何合理地规划利用有限资源的决策者而言非常重要。
（2）确定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威胁
监测可以用于支持环境影响评估和风险评估，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生态系统的潜在变化和威胁源头，并通过管理决策缓解或减轻其影响。监测还能让我们及时发现和治理可能威胁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外来入侵物种。
长期监测对于了解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变化非常重要。例如，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大约有10年干旱（厄尔尼诺驱动）和10年湿润期（拉尼娜驱动）的气候循环，构成了自然动态格局和异质性的一部分。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前，管理人员通过提供人工水来应对干旱，启动了选择性杀灭方案以及草原人工火烧形成数千公里长的防火道方案等，对保护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长期监测能够帮助管理者“了解和理解生态系统，不至于恐慌”。一些长期监测方案，如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南非环境观测网（SAEON）、国际长期生态研究（ILTER）、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等，都有助于帮助各个自然保护地了解其生态系统情况。
（3）跟踪人们对生态系统认识、感知和利用的变化
要实现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利用，往往需要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所带来的益处和价值的认识，同时需要制定资源利用的规范。
（4）规划并实施恢复活动
监测可以提供为濒危物种或受损生态系统制定恢复计划所需的信息，指导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补植／再生有关的活动，而且能帮助确定人工恢复的结果（成功／失败）。
（5）基于科学信息促进保护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监测所提供的信息和认识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至关重要，帮助他们在掌握科学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管理决策，以实现合理科学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
（6）发展生态旅游
监测所获得的信息可以用于发展和促进生态旅游，特别是对旅游人数形成的影响和允许旅游的区域范围进行管理等。生态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和资源又可以投入到未来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管理中。
（7）提升保护教育和公众意识
监测可以帮助制定教育和意识培育计划，增进人们对关键物种或生态系统的了解。还可以让学生和公众一同参与监测，让他们有机会直接参与支持保护和学习新知识。
[bookmark: _Toc526151955]监测的一般原则
监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机构的预算和人力都非常有限。要想对保护地中的每一个动植物物种进行监测，或者对保护地及其周围所有人的健康、收入、福利和生计指标进行调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管理人员需要选择最有意义的指标和成本效益高的方法来开展监测工作。目前世界各地已经发展了大量各类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调查方法，如针对社会经济、不同景观、生态系统、物种等。本指南并不具体介绍这些方法，而是帮助管理者先研究清楚他们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保护与管理问题，针对问题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监测。一旦确定具体指标后，需要管理者查找相关指标监测的技术方法进行监测。本指南仅列出适用于所有监测工作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已有的可以参考的重要技术指南和文献（见第6章）。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将不断更新本指南，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指南，并更新各类发表的监测技术参考资料。
许多整本书都致力于这一主题，但大多数方法都是一些经典标准流程的变体。首先，管理者需要弄清楚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监测什么？保护地的管理者需要知道他们要处理什么问题，包括针对什么生态系统、什么物种、什么威胁因素等。这需要进行基础的物种编目或盘点调查。
数量多少？详细计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很困难。管理者需要选择真正需要被量化评估的物种和方面。
在哪里监测？保护地内生物群落分布不均匀。重要的是，需要针对不同物种确定应当调查哪些地点或生境类型。
什么变化格局？监测一个物种的种群趋势往往比知道其确切数量更重要。这是评估一个时间段内，对物种现状影响的唯一方法。
为什么监测？保护地管理者通常需要知道导致变化的根源，但是追溯自然过程的根源是相当复杂且通常是间接的。这往往需要专业分析和专门研究。

针对不同的监测目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监测对象和手段。比如：
	监测类型
	监测能够帮助改进的方面

	气候
	提高恢复能力

	污染
	查明和关闭污染源

	植被覆盖
	更好的规划、分区和生境管理

	植被状况、物候学
	更好地理解动物群落的反应

	目标物种(数量、繁殖成功率、迁徙物种)
	提高存活率和迁徙率，减少死亡率

	指示种
	生态变化预警

	外来入侵物种
	更好地控制有害物种

	迁徙物种
	在全球范围提高保护水平


[bookmark: _Toc526151956]指标
指标是以简单、清晰的方式呈现和管理复杂信息的方式，可以形成未来采取行动的基础，并且可以根据需要，用于随时与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虽然每个指标都不同，好的指标遵循SMART原则（具体的Specific，可测量的 Measurable，可实现的Achievable，相关的Relevant和及时的Timely）。跟踪这些关键指标的变化，可以了解整个系统的趋势和变化。指标可以分为三大类：
1) 环境理化指标：水体形态、水质、土壤理化指标等
2) 人类活动指标：种植农业、砍伐、采集、养殖、放牧、交通设施建设、污染物排放、水利工程、采砂采石、捕捞、外来生物入侵、旅游、违法行为、态度意识等。
3) 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的数量即物种丰富度、物种的种群数量即多度、生物多样性指数、特有物种的数量、保护或濒危物种的数量、重要资源物种的数量、外来物种入侵程度、植被受破坏的程度等。
已经有大量指标被开发用来监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较少（但仍然很多）指标用于监测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指标更为复杂，与保护地管理水平高度相关。该指南着重于生物多样性指标，其他环境理化指标和人类活动指标，请参考第6章列出的已发表相关指南资料。除了SMART原则，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也应该是包括以下特征（The Energy & Biodiversity Initiative，2018）：
1) 简单并且与人们可以理解和使用的东西相关；
2) 能够解决需求（例如通过利益相关方对话或对预测的重大影响做出反应来建立的需求）；
3) 对人为影响敏感——能够测量人类引起的变化（例如能够区分长期背景变化和那些由于资源利用导致的变化）；
4) 随正在进行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能够反映出变化的；
5) 能够应对积极和消极的变化；
6) 具有跨所需地理水平（即本地、区域、全球）的空间相关性；
7) 使用有效且可靠的、技术上合理的测量技术；
8) 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在能够承担的适当的投入水平范围内；
9) 与政策相关的（易于解释，根据基准或参考值显示一段时间的趋势，并影响决策）。
10) 能够针对优先事项和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以上这些特性中有一个或多个缺失，就可能导致在制定和使用这些指标方面受到限制。方框1 (The Energy & Biodiversity Initiative，2018) 以鸟类为例，显示了一些常见的限制因素。关键是，在决定使用鸟类作为指标，用它们帮助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要在正确的背景下恰当地使用。方框2列出了洞庭湖一些鸟类指标所能反映的内容及采用的频率。
方框2：洞庭湖的一些代表性指标物种及理由

物种
指示内容
下降原因
采样频率
普通翠鸟
水很清澈，小鱼较多，人类对浅水区的干扰较小
水很浑浊，缺少鱼类，干扰严重，预期存在一些季节变化
沿样本水路，每月统计一次数量
鸬鹚
鱼类密度较大，人类干扰较小
鱼类资源较少，有人类干扰，缺少栖树
每月在已知栖息地统计一次数量
苍鹭
水道边缘鱼类密度较大
食物减少，人类干扰较大
在采样点和样带，每月统计一次数量
白鹭
农田和湿地生态健康状况
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和污染现象，导致农田中的食物不足
一年内，在样本栖息地每月统计一次数量
棕背伯劳
一年内农业用地生态健康状况
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导致农田中的食物不足
一年内，沿样本线路每月统计一次数量
针尾鸭
栖息地适合普通水禽生存
人类干扰，湖泊状态下降
整个冬季每月统计一次数量
蜻蜓
一年内的水质和生态健康
过度使用杀虫剂或受到污染
在样本水塘和岸边每周统计一次数量
蛾
陆生植物的多样性和健康状况
植物多样性较差，杀虫剂使用率较低
飞蛾诱捕器，每周一次

方框1.鸟类作为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局限性
(The Energy & Biodiversity Initiative，2018)

几十年来，国际鸟盟一直在研究和使用鸟类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对许多组织关于鸟类工作的数据进行了整理，以了解受威胁和濒危鸟类、特有鸟区和重要鸟区。利用鸟类作为指标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积极
消极
鸟类是收集数据的很好的分类单元：收集数据相对容易，人们通过培训可以确定鸟类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如果只监测鸟类，就不会发现鸟类不敏感的变化。
已经确定了优先性(如全球受威胁鸟类、重要鸟区、IUCN红色名录等)。
可能会鼓励管理层关注一种或几种鸟，对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很少甚至没有作用。
它们的行为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是生态系统健康的良好指标，即它们需要植物、昆虫、筑巢地、水等。
可能对某一特定人类活动敏感，也可能不敏感。
政府用它们作为指标，例如英国使用云雀的存在和不存在。
可能提供误导信息，例如迁徙物种可能受到遥远地方的各种有害环境条件的影响。
与其他方面，例如植物，的综合指标效果很好。
停歇或越冬的鸟类数量可能不是反应影响的良好指标。


[bookmark: _Toc526151957]生物多样性监测管理流程
本节列出了生物多样性监测应当遵循的管理流程(The Energy & Biodiversity Initiative，2018年)。图4.1总结了操作的顺序，明确了每个环节的操作方法，以及由此输出的结果。其中一些阶段将同时进行，有些是连续的，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要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支持。
本指南建议采用以下工作流程对保护地进行定期、长期监测。应当将所收集的数据与基线数据进行比较。与任何监测系统一样，建议每2-3年对监测实施过程进行一次评估，以确保所选择的指标是否仍然与保护地当地条件和保护地的管理目标存在相关性，从而定期对基线进行更新。
监测的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八个行动：
行动1：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物多样性潜在影响的桌面评估
行动2：建立基线
行动3：以重大影响为主来确定监测目标
行动4：编制潜在指标清单
行动5：选择指标
行动6：监测管理行动的效果
行动7：沟通结果和指导管理
行动8：行动的评估和变更

[image: ]
图 4.1 监测实施过程示意图
[bookmark: _Toc526151958]行动1：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物多样性潜在影响的桌面评估
根据已经发表的和收集到的资料，对所在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是生物多样性监测过程的起点，能够帮助确定可能存在并受影响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性质。多方利益相关者分析并参与到这个评估中非常重要，参与者应当包括政府（例如主管部门、当地政府、当地社区、其他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有助于更加准确地了解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各种潜在影响。
[bookmark: _Toc526151959]行动2：建立基线
需要建立基线，了解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状态，将来监测的结果变化可以与这个基线进行对比。建立基线的方法很多，例如保护国际制定的快速评估方案（参见6.1）以及大自然保护协会制定的快速生态评估计划等。专家通过对保护地的调查，参与识别该地区的生态状况，是建立生态系统基线状态的一个关键途径。不过设计方法的时候要注意，该区域可能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会随时间而变。同时，一段特定的监测时间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因此，设计方法很重要，良好的设计，能确保更有效的数据资料。此外，使用已有的文献资料（例如IUCN红色名录、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国家／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热点、WWF生态区、特有鸟区、重点鸟区、植物多样性中心等等）可以帮助识别可能遭遇风险的关键栖息地／物种及其现状。
[bookmark: _Toc526151960]行动3：以重大影响为主确定监测目标
在前面的行动中，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初步分析得到了潜在影响的完整清单，生物多样性基线帮助确定了哪些潜在影响是重大影响。需要分析上述生物多样性指标中哪些对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针对每一种重大影响设定一个初步监测目标，在评估、监测和绩效报告循环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对这些目标进行修正。行动3的产出是对指标将涉及的内容的定量或定性描述，以及从较长的潜在影响清单中衍生出较短的重大影响。
[bookmark: _Toc526151961]行动4：编制潜在指标清单
行动3确定的对生物多样性的每一项重大影响都可以产生一个或多个潜在指标，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科学评估确定适当的目标对象，然后制定潜在的指标来监测变化。然而，如果实施的指标得不到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没有多大价值。应向先前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解释拟议的指标，并说明每个指标的理由。如果没有就度量具体指标的理由及其局限性进行良好沟通的话，就可能出现混淆和滥用结果信息的情况。
[bookmark: _Toc526151962]行动5：选择指标
必须将行动4中产生的潜在指标清单减少到较少数量的最适当指标。没有确定的应当选择多少指标的数字要求。选择指标的关键是，这些指标是否符合SMART原则，是否适合实现需要度量的目标，以及取决于监测能力。可以使用问卷、与团体和个人的会议、与利益相关方代表的结构化访谈或其他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方法来帮助选择指标。
[bookmark: _Toc526151963]行动6：制定具体指标的监测工作计划
一旦选定了指标，就应当为每项指标制定一项监测计划。该计划应具体说明并明确回答以下八个问题：
a) 为什么要进行监测？
b) 谁是监测结果的受众？
c) 谁应该参与监测？
d) 指标测量将使用哪些方法？
e) 测量这些指标需要哪些资源（人力、财力）？
f) 进行监测的时间表是什么？
g) 如何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h) 如何沟通评价结果并将其用于决策？
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整理到一个工作计划汇总文件或汇总表中。工作计划有助于监测小组的成员了解为什么、如何、什么时候以及由谁来进行监测。它就像一张地图，可以引导监测小组到达最终目的地——即对保护地管理有效性的综合评价。
[bookmark: _Toc526151964]行动7：沟通结果和指导管理
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和报告监测结果，是监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在多个空间水平上实现：保护地内、地方、国家、地区或全球，具体取决于需求。信息类型和报告方法因保护地需求、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特定措施的目的而异，即建立基线、推动行为变化等。对外报告生物多样性指标时，应务必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些特定措施以及采用什么过程来制定这些措施，以提高透明度。
[bookmark: _Toc526151965]行动8：行动的评估和变更
对已实施监测行动的成功程度进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报告（行动7）表明结果与目标不一致，则应当根据情况对监测活动加以变更。
保护地管理机构也需要定期评估是否存在更适合的指标，以用于监测过程和提高成效（参见行动4和行动5）。
[bookmark: _Toc526151966]分析和报告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如果未加工分析意义不大。它们需要被分析以及最后能够展示给管理者、领导、公众以及媒体，使之理解、领会和应用。如果没有衡量标准，数据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例如，报告指出“一个调查组看到了200只绿头鸭”这句话或许准确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没有标准或背景，这种报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是太多还是太少？
然而和“调查组在2小时内，从3个观测点见到了200只绿头鸭，包括一个以前从未被记录的区域看到50只绿头鸭。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统计数量的两倍”这句陈述相比，这样的数据表达形式具有比较意义。
“我们观察到A区有200只绿头鸭，但是B区仅有105只。”读者是否能推断A区的绿头鸭会更多呢？如果读者意识到，调查组在A区10个观测点发现到的200只绿头鸭用了50个小时，而在B区3个观测点发现105只绿头鸭仅用了5个小时，那么他们必然得出结论：事实上，B区的绿头鸭数量可能更多。原始数据没有进行公正对比：由于A区搜索力度更大导致偏差。如果我们希望将一个样本和另一个样本的数量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必须使用可比较单位进行表述，并尽可能多地消除存在的偏差。
[bookmark: _Toc526151967]5.1偏差最小化
尽力通过以下方式使偏差最小化：
· 重复所用方法的条件、样本区域、季节、天气状况、白天具体时段、观测人员的能力
· 使用更科学的方法
· 选择更常见的物种，扩大样本量
· 实现搜索标准化
· 采用合适的统计方法 
调查人员需要对可比搜索行为进行量化，比如平均遇见率、每步行1公里看到的数量、每小时观察到的数量、净10天内捕获量等。如果一个区域的观测条件与另一个区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单位都有可能出现偏差。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可能需要使用比例数字，如A区发现的全部鸭类，其中60%为绿头鸭，相比B区仅为40%。
[bookmark: _Toc526151968]5.2使用清晰图表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数量表中列出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意义。应设法使用清晰图表展示数据。大多数管理人员和领导都比较熟悉直方图、饼形图、时距图和地图。使用这些工具可以有效揭示大量调查数据的结果。
如果分值可以比较，那么只需使用简单的直方就能展示不同时段、地点或物种之间存在的差异。下图即是采用这种方式的一个示例（虚拟数据）。
[image: ]
下图提供了东寨港一年内很多物种综合的相关数据（真实数据）。但是应注意在泥泞的夏季，数量出现陡升现象。说明出现了正在筑巢的苍鹭和白鹭，这与冬季迁徙类涉禽的峰值完全不同。
[image: dongzhai] 
下图表明在综合不同物种数据时务必小心，这是由英国编制的多年来获取到的真实数据，鸟类总数的年估计值（最上面一条线）。
[image: ]
数据显示存在一点变化，通常可以认定总体数量的变化幅度不大。但是下方曲线表明在总体满意度较高的表象下，隐藏着栖息在林地和农田的鸟类数量急剧下降。因此数据需要被仔细分离，以便突出这些细节。
地图上也可进行空间比较。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展示大面积区域或单一湖泊不同物种或时间分布的比较数据。最后一个示例说明人类干扰水平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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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图提出了相关性的问题。数据是否能够表明人为干扰的程度会影响升金湖雁的季节分布? 从这里开始，管理人员需要开始艰巨的统计工作了。
[bookmark: _Toc526151969]5.3寻找相关性
相关性计算可以展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相关性可以是正、负或中性的。相关性可以很强，也可以很弱。通过合适的统计可以提供答案，并指出相关性是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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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上如果是显著的，表明这种关联程度是巧合和假的关系的概率小于5%。
对两个样本直接进行比较（如两个不同物种的季节性空间利用），如果差异显著，说明两份样本从相同统计数据库提取的概率低于5%。
警告：相关性可以支持如下论据：一个因素影响另一个因素，但是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两种因素可能对第三种不明因素或各种因素的组合造成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反应。
[bookmark: _Toc526151970]5.4 长期数据的收集
[image: ]
保护地管理人员主要负责的是记录数字、时间和空间分布，但是其他有些重要度量可以显示更长时间段的有趣数据，比如树木上的生长年轮或年龄结构，这些结构表明一个居留种群是稳定的、增长的还是衰落的。
[bookmark: _Toc526151971]有用的保护地监测工具
[bookmark: _Toc526151972]6.1快速评估方案(RAP)
保护国际制定了快速评估方案（The Rapid Assessment Programme Approach (RAP)），目的是收集生物信息，建立基线，为保护性决策制定提供依据。RAP方法旨在快速评估高度多样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查明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确定优先保护区域，加强社区参与和参与保护管理，对当地科学家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培训，并制定管理以及可持续性的政策。确定优先保护区域的标准包括：总体物种丰富度、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稀有物种、濒危物种和生境条件。对RAP进行的调查通常局限于物种清单，但有时还包括丰富的信息。更详细的信息(Patrick，2014; Larsen, 2016)。
[bookmark: _Toc526151973]6.2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于2010发布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涉及植物、动物、淡水生物、海洋生物、微生物等，涉及几乎所有相关物种门类，可供参考。
国际最全面的参考文献是2005年出版的《生物多样性方法指南：调查、评价和监测》(Hill et al.，2005年)。该指南提供了标准程序，使从业人员能够更好地监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状况，能够获得更好的数据，更好地为决策制定和采取行动提供参考。指南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涉及规划、方法选择、实验设计、抽样策略以及数据分析和评估。第二部分介绍了针对各种不同生境的调查、评价和监测方法。第三部分关于物种，在给各主要门类提供具体调查和监测方法之前，提供常规方法的信息。指南覆盖了真菌、地衣、苔藓植物、水生植物和藻类、维管植物、蜻蜓和豆娘、蝴蝶、大蛾、其他陆生无脊椎动物、水生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蝙蝠、其他哺乳类。
《生态调查技术》(Sutherland，2006年)介绍了规划研究方案、抽样原则、调查方法、植物、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环境变量等20个最常见的调查方法。
除以上参考文献之外，下表列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物种调查监测技术文献资料。

	物种类群
	参考文献

	两栖类、爬行类
	Fisher et al., 2008 (陷阱诱捕); Martin, 2011 (无尾目蝌蚪)

	蝙蝠类
	Ellison, 2008 (蝙蝠环志); Hoffmann et al., 2010 (诱捕方法); 

	大型兽类
	Hines et al., 2010 (占有模型); Kays et al. 2009 (红外相机); MacKenzie et al. (2002); Stephens et al. 2006 (踪迹计数)

	小型兽类
	Hoffmann et al., 2010 (诱捕方法); Sibbald et al., 2006 (国家监测方案)

	中型兽类
	Hoffmann et al., 2010 (诱捕方法)

	鱼类
	Dolloff, 1993; Hogan & Vallance, 2005 (快速评估); Kumar et al. 2010 (河鱼); Nicolas et al. 2006 (大河浅滩水域); Pidgeon, 2004 (淡水鱼类); 刘焕章等，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

	鸟类
	Ralph et al. 1993 (陆鸟); Sutherland et al. 2006 (全面鸟类调查方法)

	珊瑚礁物种
	Wilkinson et al. 2003



[bookmark: _Toc526151974]6.3管理实效跟踪工具(METT)
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旨在对实现世界保护地管理有效性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监测。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有望成为保护地工作人员使用的一种廉价、简单的现场管理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可以提供保护第和管理进展相关的一致性数据。该工具旨在：
• 识别保护地管理有效性的相关进展； 
• 提供保护地组合相关基线数据，在汇报和问责过程中提供支持； 
• 针对工具开发和政策制定，确定组合趋势和优先顺序； 
• 确定特定保护地中的关键管理问题，以及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 识别跟踪步骤，尤其是现场跟踪步骤。 
METT已被用来帮助追踪和监测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盟投资组合的进展情况。目前，全球环境基金会所有保护地项目都有义务使用这种工具。并已被用于为一些国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基本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更多信息：(Solton et al.，2007)：https://0x9.me/dUtJ8.
[bookmark: _Toc526151975]6.4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
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 Index (EHI)）即一个地区适合为组成物种继续提供安全条件，确保组成物种生存并提供关键生态服务的能力，包括对于气候和其它变化因素的恢复能力。EHI不是一项评估，它是一种反映生物多样性健康状况的动态且不断变化的指标，正如金融指数反映经济表现一样。 
1) EHI为保持或达到给定的健康水平提供一个基线目标；
2) EHI可以用作基于结果的项目成绩和影响指标。
3) EHI能够表明项目成功和失败的具体位置，并且允许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对具体措施进行修改；
4) EHI是对项目监测和评估（M & E）中的管理有效性记分卡(METT)的补充。 
生态系统健康反映了当地维护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功能的能力。区域不同，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功能会存在显著差异。任何指标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重要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适合性评分；2）重要生物多样性的状态；以及3）更为广泛的环境背景。依据这些指标，保护地管理者可以识别外部环境中威胁生态系统健康的几种风险，虽然在物种栖息地或状态条件下可能无法立刻反映这些风险。这些指标包括外部开发威胁等级、有效法律保护的水平、未来应用或预期的人类利用压力的水平、预算和工作人员等。更详细的信息：http://www.baohudi.org/?p=5016。
[bookmark: _Toc526151976]6.5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SMART）
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The Spati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Tool (SMART)）旨在改善在已建立的保护地和管理区的反偷猎工作和整体执法效率。SMART能够收集、储存、交流和评估数据：巡逻工作(例如，巡逻的时间、访问的区域、覆盖的距离)、巡逻结果(例如，清除陷阱、逮捕)、威胁等级和其他执法活动。“SMART方法”结合了基于尖端能力建设的管理工具和一套保护标准。当有效地用于创建和维持，护林员团队、分析师和保护管理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时，SMART方法可以有助于实质上改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更详细的信息(SMART, 2018): http://smartconservationtools.org/materials/.
[bookmark: _Toc526151977]6.6生态旅游监测指南
IUCN于2002年出版了“自然保护内可持续旅游业的规划和管理指南”。该指南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保护地管理人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规划和管理保护地的游客娱乐和旅游业，以便旅游业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同时尊重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和当地社区。指南中提供了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相关的定义、度量、管理和使用旅游数据等方面的指导(Paul, et al. 2001):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PAPS-008-Zh.pdf（中文）
[bookmark: _Toc526151978]6.7知识、态度和实践(KAP)调查
知识、态度和实践调查（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s (KAP) survey）是提供定量和定性信息的定量方法（用标准问卷的方式预定义问题）。KAP调查能够揭示一些可能会对实施行动造成障碍，或不利于行为改变的误解。需要注意的是，KAP调查记录的是基于“声明性”（即陈述的）“观点”。换句话说，KAP的调查揭示了被调查者所说的，但在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更多详细信息（USAID，2018b）：http://t.cn/R319Snn.
[bookmark: _Toc526151979]6.8农村快速评估(RRA)和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农村快速评估（The Rural Rapid Appraisal (RRA)）是在一个或多个社区中进行的一项离散的研究(或一系列研究)，在此过程中，一个多学科研究团队将有目标地研究一系列被明确定义的问题。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的重点往往不在于信息，而在于如何让社区参与规划和决策。RRA和PRA将基于收集到的信息，提供有关人民及其社区的见解，使项目能够：
· 根据他们工作所在社区的需要和情况定制干预措施。
· 将问题集中在数量调查中，以补充定性研究。
· 当收集信息用于监视目的时，细化方法和活动。
· 改进后续活动，并评估结果反映到以后的项目中。
更详细的信息(USAID, 2018a)：https://0x9.me/v3Tqe.
[bookmark: _Toc526151980]6.9遥感监测生物多样性
近年来遥感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助于区域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制图。遥感是生物多样性监测的重要手段，能提供区域-大陆乃至全球尺度的信息。相较于野外调查，遥感作为生物多样性信息源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费用相对低廉，数据一致性好，并能得到及时的、有规律的更新。遥感可以系统地提供地表覆盖的定时信息，这些信息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极有帮助。方法涵盖广泛领域，包括：生境范围和条件监测；物种分布；不可持续管理、污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生态系统服务监测；保护地保护状况评估等（胡海德等，2012；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4；Petrou et al., 2015）。
[bookmark: _Toc526151981]6.10 保护遗传学
分子遗传学已成为保护生物学的中心工具之一，特别是用于研究种群或物种数量变化过程和遗传多样性(Allendorf et al. 2010)。保护遗传学通常侧重于对感兴趣种群中的遗传变异的研究，并可能暴露有害的动态，如迁移率低造成的地理隔离、有效种群规模低、本地物种与引进物种之间的近交或杂交 (Allendorf et al. 2010)。同时，遗传数据可以揭示种群之间的物理边界，识别适应当地独特环境的种群(Tiffin et al. 2014)。
遗传工具也可用于利用环境样本(即环境DNA，eDNA)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即通过鉴定环境样品(如水、土壤等)中发现的DNA属于哪些物种(Bohmann et al. 2014)。EDNA也是远程检测难以发现的物种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并可经常用于监测水样中入侵物种的存在。
遗传学研究通常需要组织取样，但是，对毛发、粪便和其他环境样品进行非侵入性取样已非常普遍，特别对于濒危物种(Carroll et al. 2018)。总之，从组织样本中为一个物种建立高质量遗传数据，可以促进使用更便宜、更简单的非侵入性样本来进行长期监测(Tiffin et al. 2014)。这种方法使管理人员能够各种物种的个体，甚至能使用空间标记-重捕方法完成种群数量估计(Gold&Kendal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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